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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书法展览问世，在书坛
具有划时代意义。展览的出现与书法家协会
成立，前者直接促成书法由文人书斋走向大厅
广众，后者则推动展览行为成为一种时代自
觉。

书法展览的应运而生，是时代的产物。促
使展览诞生的主要条件是：交通、资讯、展厅以
及材料业的进步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精
神需求的增长，再就是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对
国外经验的吸收与借鉴。

■一是给了人们学习、欣赏这门艺术的便
利。让书法走出书案，走近人民群众。

■二是有利于书法艺术传播。一方面是
扩大了普及面，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书
法。另一方面是运用展览的动员功能，扩大参
与面，发现和催生书法人才。

■三是传递书法导向，引领书法风尚。引
导得当，可以醇化书风，匡正偏差，促进书法艺
术健康发展。

■四是展览与日益发达的出版、资讯业共
同作用，改变了书法传承习惯，使书法传习以
一室之间的师徒传授为主转向多元化。

总之，展览的出现大大提升了书法艺术的
人民性、社会参与性和审美普识性。

近几十年书法事业繁荣发展，展览功不
可没。作为新生事物，展览还将伴随书法事
业的发展走向久远。可是，冷静思考这些年

来展览的得与失，会明显感到，展览正能量的
“得”虽然显而易见，而负作用的“失”也相伴
而生。失，不在展览本身，而在于我们过分放
大了展览的作用，使“唯展览”成为一种“思
潮”。

■第一，在参赛作品评选上。书法作品
评选不似体育竞技，可以在单位时间内精准
地对比效果。也不会像比较物体，可以在一
致的尺度上对比质量和体积。作品优劣的评
鉴是由评委主观判断，即使评委都是业内翘
楚，可毕竟每人的审美总是有倾向性和局限
性。而况评选作品时还会受到评审规则、时
下风向、评选时间、人情干预、评委的精力和
情绪等诸多因素影响。何况有的展览设计天
生存在缺陷。

■第二，由于展览环境、设计和制式对作
品有特定要求，创作作品便有了限制，作者只
能在“这块田地里耕耘”，必须考虑遵循参赛设
定的规则，客观上有了框框。

■第三，为了便于把握评选尺度，评审作
品最终可以把握的度无奈只能落脚到技法上，
于是也自然偏向“看从哪种书法范本来”最为
便当，而个性强烈的作品，由于评价尺度不易
把握，最易成为“有争议”的作品。这样久而久
之，逐渐地出现了“展览体”现象。所谓“展览
体”，其实就是展览作品呈现的程式化气息与
味道。

还有，当展览作
用被过分放大，并成为
书法审美主导时，最要
命的问题还在于：入展
获奖的利益驱动，以及

给作者带来的表象高度与荣耀，使许多书法人
止步于“展览体”的窠臼，徘徊在精度临摹的园
地裹足不前，便会在艺术前行的道路上人为地
竖起一扇可望而不可逾的玻璃门，无奈终止于
精于临写囿于创新这个层面。这正是展览具
有了巨大导向功能之后，所产生的负作用。而
且，负作用还不止这些，譬如快餐培训、突击创
作、片面强调技法、人文气质弱化、急功近利、
偏激浮躁、推测评选风向、揣度评委好恶、抄
袭、腐败等问题相伴而生。

一方面，作为社会和展览组织者，要对展
览的功能有正确评估，不宜过分放大展览作
用，防止展览产生畸形影响力。

另一方面，作为书家个体，虽然改变不了
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

清醒的人一定明白，既要重视参与展览活
动，又不能把参与展览活动当作最高追求。明
白参与展览活动有益处，入展获奖肯定光荣，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获奖天下知”不为过，
但终不能把展览成绩当包袱，陷入自己营造的
围城中。沉湎于“展览体”不能自拔，以致不能
走向书法和艺术的远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抒性书写便显得尤
其重要。书家在谙熟经典法度基础上，崇尚自
然抒性书写最大好处在于，在临习与创作之间
架起一座没有“玻璃门”的桥梁，便于书家在个
性风格形成上走得比较顺利便畅。

在清代中期，有一群活跃于扬州地区的
书画家。他们大多出身贫寒，生活拮据，往往
以书画针砭时弊，抒发真情实感。这些书画
家的艺术风格，当时不被以王翚为代表的正
统画派所认同。说他们是不入流的“丑八
怪”。

“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有金农、郑燮、李
鱓、汪士慎等。他们的艺术成就，至少可归纳
为四个方面：

在当时，正统画派讲求以临摹古人，遵
守古法为原则。而“扬州八怪”则强调在传
承基础上，更注重创新法、走新路、反僵化。
他们接受石涛“师其意，不在迹象间”的理
论，对传统是“学一半撇一半”。苏东坡提出

“胸有成竹”的创作思想，而郑燮则主张“胸
无成竹”理念。他认为胸中要“莫知其然而
然”，郑燮画竹直接取法自然。这两个理论
看似矛盾，实质互通，两者之结合则是强调
构思与熟练技巧的统一。

观金农书法，笔法横粗竖细，撇飘逸捺厚
实，字型长方，骨架稳重。而黄慎的书风，擅
以狂草运笔。他画人物不落俗套，为清代带
来开派之风格。再观郑燮书法，笔法如乱石
滚涌，跌宕起伏。他将书法用笔入绘画之中，形成独创。

“扬州八怪”极力主张个性化风格，不走前人老路，而
是另辟蹊径。他们将诗书画印集于一体，显现了相得盖
彰的艺术效果。尤其郑燮的自作诗，配以画中，以志寄
情。“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

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寓意深刻，百年传咏

“扬州八怪”对创作工具的使用，敢于打
破常规。金农用漆笔写书法；李鱓、黄慎故意
用破笔泼墨，且习惯在画作上用破笔题长
跋。使书与画交融统一，叹为观止。

纵观“扬州八怪”的创作轨迹，这与当时
社会大举创新风潮不无关系。他们勇于打破
僵化，追求标新立异的探索精神值得赞扬。
也对当今书法的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反观当今书坛现状，举创新之风大有人
在。有的书家在艺术创新上，确有成效，而
有的则创而不新，误入歧途 。这些所谓的

“创新”，实则失去了书法艺术的基本审美标
准。一些书法装饰化、低俗化、丑书化的现
象，玷污了大众的眼界。这些人不懂得书
法艺术的内在之美，跟着世俗人云亦云，急
功近利。我认为创新要根植于传统，如果
脱离了传统文脉，凭空臆想，或将失败。其
实“扬州八怪”的创新也不是凭空而起，而
是确立在传统之上的。郑燮取法徐渭、石
涛、八大山人而自成家法；金农取法《天发
神谶》、《国山》、《谷相》诸古碑，独成一格。
李鱓早期继承黄公望画法，后又向高其佩
求教，最后又从石涛笔法中受启发，遂以破
笔泼墨。黄慎青年时勤奋好学，往往借佛

殿光明灯读书。他早年师从法上官周作工笔画，后从
唐怀素草书中受到启迪，以狂草笔法入画。还有李方
膺、汪士慎、罗聘等传统功底都是非凡。在清代，他们
就是一批推陈出新的践行者。我们都应该学学他们
的创新精神。这也进一步证明：只有根植于传统的土
壤，依靠勤奋的努力，才能创作出符合新时代艺术生
命的优秀作品。如是说……

引 言
我在《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评传》的扉页

上曾题写道：“历史地看，一个艺术大师，往往是开
创了一种风格或流派；而一位艺界领袖，却往往是
开创了一个时代与辉煌。”1现实地看，吴昌硕作为
一个艺术大师的一面被关注的较多，而作艺界领袖
的一面却关注甚少，乃至被遮蔽，这是一个带有相
当普遍性的问题。没有摆脱就篆刻论篆刻的局限，
没有超越就技法说技术的层面。从更深层的原因
来看没有凸显一种时代精神、理论引导、学术拓展
及审美前瞻。

记得汉代的夏侯胜曾对其侄子喜好采用各种
说明释义、纠缠于具体解析的“具文饰说”提出批
评，尖锐地指出这是“章句小儒，破碎大道。”2而当
下对吴昌硕篆刻取法汉印的诠释、参照石鼓封泥的
变法、“印从书出”与“印外求印”的评说等，均没有
摆脱“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模式。并没有归纳或
进入历史的框架和时代的语境，并从精神层面加以
指引和学术认知上进行评判。也就是说当代对吴
昌硕研究至今还未真正进入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
仰的大文化框架。

社会学家基辛曾经指出：“文化价值和心理倾
向很容易使我们的所见所闻具有选择性。”3对吴昌
硕篆刻文化价值的评判确认、意义的诠释肯定，长
期以来、迄今为止，基本上是锁定在师法是如何有
绪，技法是如何传承，风格是如何形成，亦即是“六
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轮回，也就是聚焦于篆刻原
点上，集结于技法框架中，局限在印章范围内，类似
的著作及论文连篇累牍、举不胜举，然而并没有从
一个更深的时代背景及更广的社会层面加以审视
探讨与研究梳理，这就使吴昌硕篆刻价值的终极取
向及意义的最后读识是形而上学的以技载艺、以法
显术，没有真正进入学术研究及审美认知的感知系
统。

吴昌硕篆刻崛起于清末民初，特别是他在
1912年定居上海，1913年出任西泠印社社长后，作
为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不仅标志着吴昌硕作为中
国篆刻印坛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而且标志着中国
古代篆刻史的终结，近现代篆刻史的发端。吴昌硕
对中国篆刻最大的贡献和终极的提升，就是将金石
精神推进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由此演绎成了一种
民族精神。也就是说吴昌硕把篆刻提升到了社会
化的意识形态层面，艺术化的精神象征层面及审美
化的公众接受欣赏层面。可以这样界定或确认，这
是真正地将篆刻契入了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
社会层面与历史范畴。

在历代篆刻家中，从明代的文彭、何震、汪关到
清代的丁敬、邓石如、吴攘之等，吴昌硕的金石精神
是最为自觉而强烈的。他在赠西泠印社的长联中，
曾坦言：“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4在自己的
篆刻创作取法时，他亦要言之“道在瓦甓”。5由鼎
彝瓴甓孕育、衍生出的金石精神，不仅成为吴昌硕
的艺术资源，而且成为他的精神取向。他赠自己的
入室弟子王个簃的箴言谓：“食金石力，养草木心。”6

即奋斗以坚强的金石之力，这是精神取向的认同。
处世以淡泊的草木之心，这是生活理念的要求，乃
是一种人格铸造与励志座右。吴昌硕决不是一位
终日留守于书斋、埋首于刀笔的隐士宿儒，而是有
着鲜明的公共意识和参与精神的艺术家。历史地
看：晚清之际，正是风雨飘摇而又万家墨面的年代，
时局的波谲云诡，民生的艰难困苦，社会的动荡不
安，外族的入侵蹂躏，这一切对于吴昌硕来讲都是
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而对他一生影响乃至刺激
最大的是当甲午战火燃起时，正在姑苏息影愙斋的
吴大澂不顾自己年迈花甲，毅然慷慨请缨。吴大澂
诚邀吴昌硕作为高级幕僚，参佐戎军，共办军机。
对于吴昌硕的从军，其家人表示担忧。吴已年过半
百，且体弱多病，北上边塞，“水寒伤马骨”。吴昌硕

却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共赴国难。当他立马古榆
关，登上山海关时，情感炽热，慷慨赋诗《山海关》：

“长城古堞俯沧嬴，百二河山拥上京。银海仙槎来
汉使，玉关秋草戍秦兵。星临尾部双龙合，月照平
沙万马明。闻道辽阳飞羽急，书生急欲请长缨。”7

后来因继母杨氏病重，吴只得告假回家。甲午之战
结局是惨不忍睹。吴昌硕这个“酸寒尉”为此感到
相当痛苦悲怆而无奈郁闷，体验到了一个积弱积弊
的国家与民族的悲剧性命运，从而形成了他深层的
心理基因与性格成因。吴昌硕经历甲午之变时，正
是“知天命”后的52岁，也是他金石印风开始确立
之时。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与社会背景下，吴昌
硕相当崇尚金石精神的郁勃刚健、坚韧遒劲、恣肆
苍逸，“强其骨”而“殊从容”。为此，他在著名的七
言古风长诗《刻印》中旗帜鲜明地自宣称：“我性疏
阔类野鹤，不受束缚雕镌中……山骨凿开浑沌窍，
有如雷斧挥丰隆。”8可见他是用“有如雷斧挥丰隆”
的情感来从事篆刻的，也就是在这种从艺心理与精
神作用下，他以金石精神为艺术载体与变法中介，
寻求一种精神的倾诉与灵魂的呐喊，最终形成了那
种雄健苍劲、豪放浑朴、大气磅礴的篆刻印风，弥散
出浓郁而高亢的金石精神。而当这种印风一经推
出，即在那个积弱积弊、颓废萎靡、灾难深重、企盼
自强的时代环境中，产生了强烈的国民精神震撼作
用和激昂的民族情感振奋效应，这也是那个时代整
个民族在寻求思想意识上的代偿共鸣与情感理念
上的宣泄喷发。从而获得了社会的普遍推崇和公
众的群体认同，使吴昌硕篆刻成为印学界一面精神
的旗帜和一种信仰的呼唤。这在上下几千年的印
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唯其如此，我们应当
确认：正是吴昌硕将金石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双向同
构，得到了一种同质化的时代体现与对应性的社会
承载，而这也构成了吴昌硕篆刻的核心价值与历史
意义。

在《西泠印社记》中，吴昌硕曾深情地缅怀道：
“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一日不离。”9他与篆刻
相约于童年，与金石相守于一生。因此，我们在对
一位艺术大师进行整体的研究及历史的评述时，应
当要寻找其主体的从艺精神与性格脉络，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登堂入奥。而作为吴昌硕主体的入
世从艺经历和人生形态，无疑是金石精神。再追溯
这种精神的渊源或发轫，即从“予少好篆刻”所孕育
与萌发，更可贵而颇有创造意识的是，他把这种金
石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变汇通融，相当自觉自醒地引
进其他的姊妹艺术——诗文、书法、绘画，从而成为
一种贯穿于整个时代的审美追求与艺术取向，这无
疑是应当深入研究和探讨的文化现象。为此，颇有
理论功力和审美觉悟的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
谓：“光宣间，安吉吴缶庐吴昌硕，四十以后学画，初
师（撝）叔、伯年，参以青藤、八大。以金石篆籀之学
出之，雄肆朴茂，不守绳墨，为后海派领袖。”10

历史地看：篆刻家——在更高层次上又称为
金石家，因篆刻所用的文字大都来自青铜钟鼎、彝
器石刻、碑碣瓦甓等。因此，明代印学家朱简在《印
经》中指出：“碑鼓所遗，鼎彝所识，惟金石是则。爰
契以蕃，分隶代兴，惟金石是证，作渊源。”11即金石
资源成为篆刻最初的文字载体与创作资源。因
此，金石成为篆刻的别称或雅称。从社会学来看，
篆刻这种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或深邃内涵的艺
术，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又由审美转化及理念演
变涅槃为一种金石精神：即内蕴着一种无坚不摧、
坚忍不拔、砥砺意志的指向。最著名的就是《荀
子·劝学》中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12锲既是雕
刻，镂即是凿琢。金石与锲镂天人合一，物我相应，
天工开物，从而打造了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的一种
范式：金石精神。

追溯华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这个民族经

历了那么多的坎坷、那么重的灾难，但我们这个民
族依然能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相当程度上
离不开这种金石精神的支撑。而吴昌硕作为一个
个体，也曾历经苦难。他自幼家境贫寒，从小耕田
种地，尤其是在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乱中，随父逃难，
又被乱兵冲散，只身流亡安徽、湖北等地，举目无亲
而又饥寒交迫，常以树皮野果乃至观音土充饥，为
谋生替人担水打柴做短工。五年后回到家乡，面对
的是一片废墟，九口之家仅存他和父亲。他在《忆
昔》诗中曾写道：“软脚病我神悽惶，日拾橡栗难盈
匡。”13坦言自己曾是“担薪汲水一佣工。”在如此艰
难的生存环境中，吴昌硕还是坚持刻印读书，锲而
不舍，执着追求。这种性格形成和心理积淀应当讲
是得到了金石精神的砥砺与激励。

如果说吴昌硕的人生经历得到了金石精神的
涵养与帮助，那么他的从艺过程亦得到了金石精神
的陶冶与影响，而这正构成了他个人的知识、信仰
与思想的互补与提升。吴昌硕从青年时代起就游
学问艺、拜师交友，由此构成了他的人生形态就是

“书画缘，金石契。”吴昌硕25岁时就负笈西子湖畔，
就学于孤山脚下的诂经精舍，师从一代经学大师俞
樾，主攻小学、训诂、辞章，受到了系统正规的学术
训练和高端严谨的艺术指导，对他个人的文化造
诣、金石篆刻的取法、书法诸体的师承都产生了重
要的奠基作用。其后他到湖州陆心源府任司账，亦
帮助陆整理文物与校对。陆不仅是大藏书家、“皕
宋楼”主，而且是一位金石收藏大家，致力于两汉、
两晋的古砖收藏。这使喜好金石的吴昌硕大开眼
界，大有收获。古砖上的文字及纹饰奇谲多姿，他
那方著名的“道在瓦甓”印即刻于此，他在边款上
谓：“陆府旧藏汉晋砖甚多，性所好也，爰取《庄子》
语摹印。”14吴昌硕33岁时在苏州名士吴云的听枫
园设馆授课。吴云的镇宅之宝为青铜齐侯罍二尊
及《兰亭序》各种旧拓，因而书斋名为“两罍轩”、“二
百兰亭斋”，著有《两罍轩彝器图释》、《虢季子盘考》
等专著，吴昌硕在此所见的金石系列藏品，奠定了
他毕身金石学系的基础，提升了他对金石精神的深
入了解与认知。

吴昌硕对金石精神认知的升华，并真正达到知
行合一、奇峰突起的是在他和清末的金石大家潘祖
荫、吴大澂结交之后。1833年，吴昌硕已年近不惑，
是年经好友潘瘦羊介绍相识潘祖荫。潘氏在当时
的苏州乃是钟鸣鼎食的名门世家，有“潘贵”之尊。
潘祖荫不仅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庙堂高官，曾出任军
机大臣，而且是清末顶级的金石收藏巨擘，以收藏
青铜国之重器大克鼎、大盂鼎名重天下。尽管双方
身份地位悬殊，但潘祖荫却礼贤下士，将自己所藏
的金石彝器拓片及碑碣古帖赠送给吴昌硕，而后又
诚邀吴昌硕到其府上做客，将自己所藏的青铜彝
器、碑碣珍本等让吴昌硕鉴赏，使他零距离地接触
这些国宝级的金石实物，还就青铜彝器的款识、铭
文等给他作了讲解，使吴昌硕对金石谱系及金石精
神有了深入系统的知性了解与整体领悟。1890年，
吴昌硕又与晚清名臣、一代金石书画大家吴大澂结
下金石之缘。他们相识之时，正是吴大澂的晚年，
也是他息影姑苏，在金石收藏上集大成之时。吴昌
硕在赠《上愙斋大中丞》中赞之为：“文章德业倾中
外，节钺驰驱半九州。”15吴大澂让吴昌硕遍观家中
所藏的钟鼎吉金、古玺碑刻乃至古币镜铭，吴昌硕
如入宝山，做了大量的摘录笔记及考证鉴识，现存
有《金石考证》五十多篇，《汉镜铭》二十八篇，这不
仅是他留下的金石专业的学术记载与文献档案，而
且也是对他金石精神一次大运动量的充电与吸纳，
终于使吴昌硕以高蹈昂扬的金石精神契合于民族
精神，引领了清末民初社会审美的走向及艺术创作
的取向。

正是通过以上对吴昌硕金石精神与民族精神
的渊源追溯，可见他对这种金石精神的感悟及形成
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认知过程与体验经历的。从而
也相当鲜明地凸显了吴昌硕作为一代大师、艺界领

袖的精神成长史，而这些在以往的吴昌硕研究中是
被忽略、遮蔽的。也正是这种空白，使吴昌硕研究
长期处于一种难以突破的封闭状态和轮回局面。

那个极有哲学感悟的庄子在《庄子·天地》中曾
提出：“故金石有声，不考不鸣。万物孰能定之！16”
即金石不仅是一种物化形式，亦是一种思想形态。
金石学家朱剑心在其《金石学》一书中曾指出：“然
则金者何？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
器，符玺，钱币，镜铭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或无铭
识者或皆属之。石者何？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
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
字图像者皆属之。”17这些铸刻于金石之上的文字，
具有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情感寄托与精神承载，从
而转化或衍变为一种金石精神。由此可见，吴昌硕
对金石精神的崇尚正如他在《刻印》中所言：“信刀
所至意无必，恢恢游刃殊从容……摹印小技亦有
道，谁得鄙薄嗤雕虫？”18

作为一种学术探讨的观念和理论研究的范畴，
应当看到吴昌硕对金石精神的认知是抓住了两个
特征：本质特征——金石精神，这反映在他和陆心
源、吴云、潘祖荫、吴大澂的金石交往与鉴赏研究
中；表现特征——刀笔造型，这反映他对钟鼎彝器、
古玺封泥、石鼓瓦甓、明清流派篆刻中的取法师承
与变法创新中。从儿时父亲的锲刻发蒙到垂暮之
年的金石坚守，他毕生奉行的就是金石精神的洗礼
和操守。诚如《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所言“精诚
所加，金石为开。”19。因此，篆刻又称为“治印”，一
个“治”字可见其精神元素和文化含量。《周易·系辞
上》就十分辩证地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
者谓之器。”20而吴昌硕就是在长期的金石相契、刀
笔相交中，将金石精神尊为其“道”，刀笔造型持为
其“器”，他的长诗《刻印》就对此进行了诗化的阐述
和学术的论证。因此，在吴昌硕那种雄健郁勃、豪
放苍劲的金石印风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在万马齐喑
的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中，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呐
喊和自强自立的追求，从而获得了整个社会的集体
推崇，达到了金石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高度认知。而
以往对于吴昌硕篆刻的评判研究，却失落了精神层
面上的关照或审视，金石精神却成了盲点和集体无
意识。

正式成立于 1913 年，以“保存金石、研究印
学”为宗旨的西泠印社，是中国近代篆刻史上第一
个具有现代艺术理念的印学团体，特别是在公推
吴昌硕为首任社长后，他更是大力推崇并高举金
石精神的旗帜，使之成为一个印社的群体追求和
公共信仰，从而形成了大师云集、精英荟萃、群星
灿烂的大格局，使西泠印社进入了鼎盛期。吴昌
硕在亲自书写的《西泠印社记》中开宗明义地指
出：“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玺汉章，与夫吉
金乐石之有文字者，兼收并蓄，以资博览考证，多
多益善，入其中如探龙藏，有取之无尽，用之不竭
之概”。21此记写于 1914年（甲寅），其时吴昌硕
已 71岁，他对金石精神的认同与践行已进入了
巅峰期。为此，他强调了对“吉金乐石”的“兼收
并蓄，以资博览考证”及“多多益善”，肯定其“有取
之无尽，用之不竭之概。”这不仅彰显了一种高迈
的艺术取向、敏锐的理论认知，而且展示了一种宏
观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美学思想，从而使金石精
神成为这个“天下名社”的灵魂，由此使对金石精
神与民族精神的认知成为整个西泠印社的集体皈
依与团队觉悟。而吴昌硕在1921年领衔筹款赎
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的行动，就是以西泠印社
的名义谱写的一曲金石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颂歌。
此碑出土于浙东，其时日本人出巨资欲购，78岁的
吴昌硕闻讯后，不顾自己疾病缠身，领头抱病作书
画义卖，其他西泠印社的社员也闻风而动，终以
8000大洋将此碑收藏于孤山之巅，并专建石室供
奉，吴昌硕后又亲书《汉三老石室记》，以述此民族

大义之举。
作为一种理论思维的阐述，是重在发现；作为

一种学术研究的境界，是贵在突破。作为一种史学
考察的评判，是要在更新。应当看到正是吴昌硕对
金石精神的执意追求与大力推行，并维系其一生，
同时凭借着他在艺界的地位及影响，使之辐射及转
换成一种社会化的对金石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认
知。从外貌上看，吴昌硕仅1米60出头，瘦小体弱，
然而他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的“巨人”就是其精神
上的强悍、思想上的高尚与观念上的通达，他以西
泠印社盟主的身份和印宗的地位，使金石精神不仅
成为印社从艺的宗旨，更是一种精神的坐标。即使
在吴昌硕归道山之后，继任的马衡依然恪守这一宗
旨与诉求。被郭沫若称之为“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
趋于近代化”22的马衡，在《谈刻印》中就相当明确地
指出：“故金石学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
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称为金石家也。”23正
是出于对金石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认知与推崇，马衡
特别对刻印家的身份进行了确认和归属，即“必出
于金石家”。审视那个时期的篆刻家群体，如赵之
谦、徐三庚、黄牧父、马衡、赵石、赵叔儒、王福厂、丁
辅之、沙孟海、钱瘦铁、朱复戡等，他们均是对金石
学颇有造诣、具有鲜明的金石精神的印学家。然而
反观当代的篆刻家，可进行金石家身份确认的是寥
寥无几。存在决定意识。由此导致金石精神的失
落及对金石精神与民族精神认知的疏离也就不足
为怪了。

当代篆刻界对金石精神的认知不说是集体无
意识，也至少是空气稀薄、氛围淡漠的。从而把篆
刻单纯地看作是技艺的高低、功力的深浅、锲刻的
好坏等，即越来越制作化而少创作化，越来越技术
化而少审美化，越来越展览化而少人文化。正是金
石精神的消解、失落，审美理念的滑坡、底迷，使当
代篆刻印坛失去了提升的支撑点和继续发展的原
动力。更有甚者，将篆刻的文字搞得支离破碎、丑
陋肢解，将刀法搞得乖谬草率、疲软油滑，不仅毫无
金石精神可言，乃至是对这门经典艺术的亵渎。对
大师精神及艺术呈现的无视或无意识，从而消解了
大师精神的核心内容与艺术呈现的边界底线。正
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及传承吴昌硕对金石精神的
身体力行与推崇追求，提升当代整个篆刻界对金石
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认知，是极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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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双向同构
——论吴昌硕篆刻的核心价值与历史意义

王琪森

一、金石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对应

从书法展览诞生说起
葛昌永

有了书法展览，好处在于

目前看显露的问题主要在于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二、金石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渊源

三、金石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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